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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1976－2010 年我国内地 28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我国各省

的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我国省际通货膨胀波动性的影响。我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

的市场潜力理论构造了地区市场规模指标，并通过多重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有

效处理了贸易开放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市场规模扩大产生的竞争效应缓解

了省际通胀波动；而贸易开放将各省置于外部冲击之下，从而放大了省际通胀波动。多个

稳健性分析表明我们的实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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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其中，通

货膨胀的数次起伏尤其引人瞩目。但是在 1990 年代之后，我国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其水平，

还是其波动性，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下降既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出现的全球经

济“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同步（Bernanke，2004；Rogoff，2003；Bowdler 和

Malik，2009），也和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推动相重合。有研究表明各省贸易

开放不仅可以促进各省的经济增长（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盛斌和毛其淋，2011）和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毛其淋和盛斌，2011），甚至还可以缓解各省的经济波动（洪占卿和郭

峰，2012）。但贸易开放对各省的通胀波动有何影响？贸易开放是否也会对通胀波动产生

类似的缓解效应？这是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贸易开放是一地区扩大市场规模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中国持续推动的市场

化改革，消除了各省之间的市场分割，加速了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

在扩大了各地区的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各地市场的竞争程度。本省自身的经

济规模以及各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往来均可能会对本省的通胀波动产生影响。在贸易

开放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波动等的影响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发现各省的经济

规模以及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往来，与各省的贸易开放的功能是相似的（黄玖立和李坤望，

2006；盛斌和毛其淋，2011；毛其淋和盛斌，2011；洪占卿和郭峰，2012）。那么在影响

通胀波动时，各省的地区市场规模的效应是否与各省的贸易开放仍是相似的呢？这是本文

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通过对 1976-2010 年，特别是 1991-2010 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细致分析，我们发

现虽然我国省际通胀波动的下降趋势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同时出现，但是贸易开放放大

了我国省际通胀波动。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种稳

健性分析，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理论

（Harris，1954），构造了“地区市场规模”指标，并发现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缓解省

际通胀波动。由于处在统一的货币当局之下，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竞争效应占主

导，从而缓解了省际通胀波动。然而，贸易开放则将各省置于外部市场的冲击之下，导致

更大的通胀波动。 

本文余下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准备；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和内生性处

理方法；第四部分介绍我们的指标构造方法和数据；第五部分是我们的实证结果；最后一

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二、文献和理论准备 

由于在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中的巨大影响，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受到了学界、业界

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通胀波动的加剧提高了对未来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在一

个往往以名义价格进行签约等市场活动的经济体中，这种不确定性会扰乱市场秩序，其危

害可能还要高于通胀本身。通胀波动的危害在 Friedman（1977）等经典文献中已有论述，

但近年来仍有诸多文献对其进行了讨论。例如，Elder（2004），Byrne 和 Davi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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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a 和 Dang（2011）分别讨论了通胀波动对投资或者经济增长的危害，Narayan 等（2009）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通胀波动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 1990 年代之后，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例如在 2006-2010 年，虽然发生了经济过热和全球经济危机的热冷急转，但中国通货膨胀

（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衡量）的标准差仅为 2.7％，显著低于 1991－1995 年的 7.6％①

另一方面，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使得该地区暴露在

外部市场的潜在冲击之下。与此同时，贸易开放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依据比较优势所形成的

专业化分工也使得该地区更容易受到特定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贸易开放水平越高，与其

。中

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明显放缓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考察的是贸易开放和地区

市场规模扩大对省际通胀波动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大缓和”的背景下，在诸多考察贸易开放对经济波动（Down，2007；

Cavallo，2008；di Giovanni 和 Levchenko，2009）以及通胀水平（Romer，1993；Lane，

1997；Temple，2002）等影响的基础上，一些文献也或粗或细地考察了贸易开放对通胀波

动的影响。例如，Brahmbhatt 和 Dadush（1996）的初步分析表明，在 1984-1993 年期间，

贸易开放度低的经济体的通胀标准差是贸易开放度高的经济体的两倍。Granato 等（2006）

和 Bowdler 和 Malik（2009）等人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贸易开放缓解通胀

波动。Gruben 和 Mcleod（2004）、Aisen 和 Veiga（2008）等人的简短讨论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但是在 Rother（2004）以及 Erhart 等（2010）的研究中，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

影响是正向的或者不显著的。而 Bleaney 和 Fielding（2002）年则发现贸易进口缓解通胀波

动，而贸易出口则放大通胀波动。秦朵和何新华（2011）也发现经济全球化可能缓解部分

国家的通胀波动，也可能放大另外一些国家的通胀波动。在对我国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就

贸易开放对通胀水平（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张成思，2012）以及经济

波动的影响（洪占卿和郭峰，2012）进行了考察。而李杰和庞皓（2011）则利用全国时间

序列数据发现贸易开放缓解了我国的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现有文献在分析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时，一般均参考 Romer（1993）的分析思

路，即贸易开放影响了货币政策当局的行为，从而影响了国内的通胀水平或通胀波动。但

是关于贸易开放水平提高时，究竟使得货币当局在治理通胀时更加激进还是更加保守，其

实仍充满争议（Cavelaars，2009）。我们无意从货币政策当局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开放对通

胀波动的影响。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贸易开放所导致的经济体结构变化对通胀波动的影响。

在这个渠道上，贸易开放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通胀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大了一个地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该地区的产品市场和劳

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居民和企业在不同价格波动中的套利机会增多，从而有助于平抑通

胀波动。同时，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及国外的经济往来越为频繁，该地区越能通过外部市

场消解由本地区内部冲击造成的通胀波动，因此由本地区内部冲击造成的通胀波动就越小。

此外，该地区在市场规模扩大中依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也使得该地区的可贸易部

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相分离，延缓了冲击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传递，从而起到平抑通胀波

动的作用。 

                                                        
①根据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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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的经济往来越多，整个国民经济越易遭受外部市场冲击的影响，从而放大本地区通

胀的波动性。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在市场规模扩大、分工程度提高和竞

争效应加强等方面对通胀波动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而贸易开放本身对货币政策当局的影响

干扰了我们对这一作用的研究。事实上，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研究基本集中在

解释对货币政策当局行为的影响上，而甚少有文献研究由贸易开放本身导致的经济结构变

化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本文使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

于各省均处在统一的货币当局之下，货币政策当局行为对各省的影响可以得到控制，从而

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各省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所导致的市场规模变化、分工效

用、竞争效应等对各省通胀波动的影响。在本文我们用实证模型来考察贸易开放对我国省

际通胀波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何者更占优。 

在研究贸易开放对通胀水平（Lane，1997）、经济波动（Down，2007）、通胀波动

（Bleaney 和 Fielding，2002）等的影响时，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经济规模（以 GDP、人

口或地域面积等来衡量）往往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进入研究视角。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系

统考察经济规模对通胀波动影响的文献。在一些粗略涉及到经济规模对通胀波动影响的实

证文献中，Bleaney 和 Fielding（2002）发现经济规模缓解通胀波动。此外，尽管有文献研

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胡军和郭峰，2012），同时改革开

放后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增加（黄玖立等，2011），且各省之间的贸易潜力缓

解了各省的经济波动（洪占卿和郭峰，2012），但国内尚无文献系统考察市场规模对通胀

波动的影响。 

与跨国经验研究不同的是，对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而言，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仅限于

本省经济自身的增长，并且也应包括来自其他省份的需求。由于各省处于统一的货币区之

内，商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各个地区面临外部冲击所形成的周期基本同步（黄玖立等，

2011），否则，波动不平衡引起的区域报酬差异将诱发地区套利行为。因此本省与其他地

区的经济往来也可以视作本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根据 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

（Market Potential）”理论，某地区的市场潜力，与其他地区的市场容量呈正比，与其它

地区到本地区的运输成本（如距离）呈反比。市场潜力理论在研究地区间经济互动时得到

了广泛应用（如 Redding 和 Venables，2004；Hanson，2005）。在缺乏衡量我国国内各地

区市场一体化的有效方法的情况下，市场潜力已成为各地区潜在经济往来的替代指标（赵

永亮和才国伟，2009）。在研究我国地区市场规模（潜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黄

玖立和李坤望，2006；潘文卿，2012），以及在研究各省之间的贸易潜力对省际经济波动

的影响时（洪占卿和郭峰，2012），均采用了此方法。本文借鉴了这一做法构造“地区市

场规模”指标，用以衡量各省（潜在）的市场规模。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了贸易开放和市场规模，还有很多影响通胀波动的因素，

如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Aisen 和 Veiga，2008）、央行的独立性（Cukierman 等，1992；

Erhart 等，2010）、汇率体制（Bleaney 和 Fielding，2002）、就业市场制度（Campolmi 和

Faia，2011）等都会对各国的通胀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研究中国的省际数据，我们

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不同的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通胀波动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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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又可以控制各种制度、宏观经济环境和其他不可观测的总体效应的干扰，从而得到

更可靠的结论。此外，从数据本身来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可以克服我国市场经

济时间较短的局限，提高估计和检验统计量的自由度，增加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三、计量模型和内生性处理 

本文重点考察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我国省际通胀波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

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 0 1 , 2 , , ,·i t i t i t i t i i tINFVOL OPEN RMS Xβ β β γ α ε= + + + + +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段，INFVOL 为被解释变量通胀波动，OPEN 和 RMS

分别为贸易开放水平和地区市场规模。另外，X 代表了我们下面要描述的几个控制变量，

iα 是不可观测的省际效应， ,i tε 为随机扰动项。 

研究贸易开放和宏观经济关系最大的挑战是内生性问题。在我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中，

贸易开放水平和经济增长（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盛斌和毛其淋，2011）、生产率增长

（毛其淋和盛斌，2011）、经济波动（洪占卿和郭峰，2012），甚至与环境污染（李锴和

齐绍洲，2011）之间，都得到无法拒绝存在内生性的检验结论，因此我们相信贸易开放和

通胀波动之间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内生性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联立性。联立性的本质就是解释变量连带地由因变量决定，也即反向因果关系，宏观经济

运行和贸易开放即便相关，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是贸易开放影响了宏观经济运行，因为可

能恰恰相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导致了贸易开放水平的变化。（2）遗漏变量。在通胀

波动回归方程中可能会遗漏制度和总体宏观环境等有关的变量。在实际建模过程中无法将

解释变量全部列出。在这样的情况下，遗漏变量的影响就被纳入了误差项中，在该遗漏变

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就引起了内生性问题。（3）测量误差。Frankel 和

Romer（1999）认为贸易依存度是经济开放的一个较差的、噪音很大的代理变量，贸易依

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的变动，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的代理变量有很大的

测量误差。 

严重的内生性可能会使得最小二乘估计有偏和非一致。通常的改进方法是寻找一个与

贸易开放水平高度相关，但与宏观经济运行不相关的变量来作为贸易开放水平的工具变量。

跨国经验分析中普遍采用Frankel和Romer（1999）提出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即用地理因素等构造工具变量预测双边潜在贸易流量，进而推算出各国理论上的贸易开放

水平。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构造了各省到海岸线的距离的倒数即海外市场接近度

（FMA）作为各省贸易开放水平的工具变量。毛其淋和盛斌（2011）、李锴和齐绍洲

（2011）等人在各自研究中也都延续了这一做法。因此在本文我们沿用此方法来处理贸易

开放水平对经济波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取各省省会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乘以

100）作为海外市场接近度。记沿海省份到海岸线距离为其内部距离Di,i
①

                                                        
①根据 Redding 和 Venable（2004）的方法，各省的内部距离根据公式

，而内地省份到海

岸线距离为其到最近的沿海省份的距离加上该沿海省份的内部距离。假定Z为沿海省份的集

合，则第i省份的海外市场接近度表示为 

2, 3i i iD s π= 计算，其中 si 为

第 i 省份的陆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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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要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其二

是与模型残差项的无关性。海运是当代对外贸易运输的主要形式，从节约运输成本的角度

看，各省越接近海岸线就意味着越接近国外市场，因此海外市场接近度与各省的贸易开放

密切相关；而由于地区和国家间的地理特征是独立于经济运行的，因而地理特征对通胀波

动来说具有严格外生性。 

此外，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增加工具变量通常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估计结果

（Wooldridge，2002），有鉴于此，参考毛其淋和盛斌（2011）的做法，我们选取 1975 年

各省市的经济开放度 OPEN75 作为贸易开放的另一个工具变量，并采用多重工具变量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如果贸易开放度在实施开放政策之前就较高，那么说明

这些地区具有某些天然的对外贸易的优势，而这对随后的贸易开放也会重要影响，因此满

足相关性；而 1975 年的贸易开放度是历史上的数据，不会对当前的通胀波动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也满足外生性。 

需要注意的是，FMA 和 OPEN75 是两个非时变变量，需要用某个与贸易开放水平相关

的变量来将其调整为时变变量。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毛其淋和盛斌（2011）选用了

官方汇率，而我们选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而非官方汇率来调整它们。实际有效

汇率更能反映我们进出口的相对成本，并且它拥有比官方汇率更大的时变性，因此是更合

适的变量。具体地，贸易开放水平的工具变量为 FMA 和 OPEN75 与 REER 分别的交互项。

用两者交互项而非两者本身作为工具变量是出于固定效应回归的考虑。在固定效应回归中，

使用非时变的工具变量不能得到有意义的估计结果。 

四、指标和数据 

（一）被解释变量：通胀波动 

最常见的衡量一地区通胀水平的指标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RPI），以及GDP平减指数（Deflator）。这三个指标各有优劣（徐强，2006）。本文我

们采用RPI①，并用其增速的五年标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胀波动（INFVOL），这是现有

文献的标准作法（Bleaney和Fielding，2002；Granato等，2006；Bowdler和Malik，2009；

秦朵和何新华，2011）②

如图 1 所示，总体而言，我国各省的通胀波动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的经

济波动持续下降的趋势不同（洪占卿和郭峰，2012）。此外，各地的通胀波动水平也有一

定的差异，例如即便在我国省际经济周期出现较大协同性的 2006-2010 年（黄玖立等，

。我们从 1976 年开始，计算每五年的通胀波动，这一时间窗口大

体也和我国“五年规划（计划）”相重合。 

                                                        
①尽管目前 CPI 相对更为常用，但是我国各省在 1980 年代中期才开始公布 CPI 数据。下文从 1991 年

开始的重点分析中，我们也使用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作为通胀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 
②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跨国实证研究中（如 Aisen 和 Veiga，2008；Bowdler 和 Malik，2009）往往

对通胀的标准差进行对数修正，以缓解恶性通胀等极端值的影响。而在我们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中，

这一问题并不严重，因此为了进行更直观的分析，我们仍使用通胀标准差作为通胀波动指标。尽管修正后

的结果也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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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通胀波动最高的省份广西的RPI的标准差（4.09％）仍是最低的省份四川（1.78％）

的 2 倍多 ①

（二）核心解释变量：贸易开放水平和地区市场规模 

。 

（此处插入图 1） 

贸易开放水平：我们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即贸易开放度（OPEN）作为衡量

各省贸易开放水平的指标。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度均值折合为人

民币。 

地区市场规模：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理论（Harris，1954；Redding 和

Venables，2004；Hanson，2005），某一省份的潜在市场容量可视为一个空间加权平均值，

该指标与各省的市场容量成正比，与各省到该省的运输成本（如距离）成反比。黄玖立和

李坤望（2006）、潘文卿（2012）在研究市场规模和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各自构造

了各省“地区市场规模（市场潜能函数）”指标，该指标与其它省份 GDP 呈正比，与其它

省份到本省的距离呈反比。借鉴这一方法，我们构造“地区市场规模（RMS）”指标： 

 ( ), , , , ,GDP / GDP /i t j t j i i t i ij i
RMS D D

≠
= +∑ ， (3) 

其中，GDPj,t是j省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Dj,i为j省省会和i省省会的距离。需要注意的是，根

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并参考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做法，在构造地区市场规模指标时，

我们包括了该省自身的GDP（并以该省内部距离作为权数）②

（三）控制变量 

，这样处理的一个后果是地

区市场规模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Mayer，2009）。为了缓解此内生性问题，我们

在下文分析时取地区市场规模的窗口期初值作为解释变量。 

在贸易开放水平和地区市场规模之外，影响省际通胀波动的因素可能还有很多。因此，

参照现有文献的标准做法，我们在这两个最主要的解释变量之外，引入了多个控制变量，

包括：（1）产出缺口波动（GAPVOL）＝实际 GDP（对数值）HP 滤波后残差项的标准差。

根据经济理论，由于反映了总需求的影响，产出缺口与通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产出缺口的

波动可能对通胀的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Rother，2004）。（2）政府财政波动（GOVVOL）

＝政府一般预算支出/GDP 的五年标准差。我们加入政府财政波动，是为了控制由政策波动

所导致的通胀波动。（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被认为影响经济波动特征的重要因素

（Arezki 等，2011；干春晖等，2011）。鉴于更精细的产业数据难以获得，我们参考干春

晖等（2011）的做法，利用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数据构造“产业结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IS）”指标。具体而言， 

 
3 , , , , ,

, 1
, , ,,

lni l t i l t i t
i t l

i l t i ti t

Y Y Y
RIS

L LY=

   
=         
∑ ， (4) 

                                                        
①根据 2011 年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②在包含自身 GDP 的情形下，也有文献称之为“市场获得（Market Access）”（Redding 和 Venables，

2004；许德友，2012）。这里我们沿用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叫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地区市

场规模”其实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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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l,t和 Li,l,t分别表示第 t 年第 i 省的第 l 次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Yi,t和 Li,t分别表

示第 t 年第 i 省的 GDP 和总就业人数。（4）金融发展（FIN）＝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余额

/GDP。居民和企业可以利用金融市场平滑消费，从而缓解通胀波动，另一方面由于“金融

加速器”的作用，金融发展也可能在经济繁荣时助涨物价，而在经济下行时助跌物价，从

而放大通胀波动。因此我们将金融发展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考察其是否对通胀波动有影响。

（5）固定资产投资规模（INV）＝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在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特别是在中国，投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因而也可能是影响通胀波动的因

素。（6）非国有化水平（NONSOE）＝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市场化改革是中

国近三十年以来与对外开放相并列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作方式与计划经

济时代存在显著的不同，Aisen 和 Veiga（2008）发现一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通胀波动越

小。因此加入这个控制变量也是非常必要的。 

（四）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基本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除了以下几项：（1）GDP 及三次

产业增加值自 2005 年起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进出口贸易、

贷款余额、就业人员自 2008 年起的数据来自各省 2010、2011 年统计年鉴；（2）工业总产

值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 2004 年数据缺失，补充数据来自 2004 年第一次经济

普查年鉴；（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 

为了和通胀波动指标相匹配，我们均以五年期窗口计算各个变量，通胀波动、产出缺

口波动、财政波动为五年标准差，地区市场规模采用五年窗口的期初值的对数值（2006 年、

2001 年等），而其他变量基本均为取对数后的五年均值 ①。由于本文欲研究贸易开放和地

区市场规模对通胀波动的长期影响，且通胀波动的计算需要一个时间窗口，因此本文数据

包含了除重庆、海南和西藏以外我国内地 28 个省的 1976－2010 年的数据 ②。主要变量的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另外，表 2 列示了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相

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 0.71。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我们发现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5.1，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因此本文解释变量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③

                                                        
①唯一例外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RIS。由于 RIS 在计算过程中已经做了对数处理，因此我们直接对

其取五年均值。 
②由于时间窗口选择的考虑，我们的研究起点设在了 1976 年，而不是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 1978 年。

对 1980 年之前缺失的部分数据，我们利用少于五年的时间窗口计算 1976－1980 年的均值。为了提高样本

容量，我们保留了这一时间段。但是去掉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后的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另外，我们通过插值

法求得少部分缺失更多的数据。 
③根据经验法则，如果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

。 

（此处插入表 1、表 2） 

最后，为了直观起见，图 2 和图 3 分别显示了各省的贸易开放及地区市场规模与各省

通胀波动之间关系的二维散点图以及拟合趋势线。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贸易开放与通胀波

动弱正相关，而地区市场规模与通胀波动负相关。当然，更有意义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严

格的计量分析才能得到。 

1 2VIF max{VIF ,VI ,VI }, 0F F 1n… ≤= ，则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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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插入图 2、图 3） 

五、实证结果 

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时间跨度非常大，因为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检验本文

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是否平稳，平稳性是下文各个计量分析的前提 ①

对面板数据而言，模型(1)中的

。为此，我们参考李子

奈和叶阿忠（2012）等文献，对所有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根据Levin-Lin-Chu

（LLC）、Im-Pesaran-Shin（IPS）、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三种面板单位根检

验的结果（表 3），我们发现所有变量均不存在面板单位根，均为平稳变量。 

（此处插入表 3） 

iα 是不可观测的省际差异，可能与模型的其他解释变量

相关。如果将 iα 和 ,i tε 一起简单地看作是模型的误差项，模型的解释变量有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通常的最小二乘回归可能是非一致的。对于由 iα 和模型其他解释变量相关所造成

的内生性，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去组间均值得到固定效应模型，从而在新的模型中消掉非时

变的 iα 。如果 iα 与模型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则可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这里我们采用控

制了省际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无论 iα 是否与模型的其他解释变量相关，固定效应模型的

参数估计量总是一致，而当 iα 与模型的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时，随机效应模型能够得到比

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的参数估计量，因此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需要检验。在下文中

我们通过 Hausman 检验验证了固定效应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一）初步结果和解释 

（此处插入表 4） 

我们首先用面板普通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分析。为了克服各省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本文所有回归均对估计参数的标准误进行了White异方差修正。面板设定F检验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模型无个体效应的原假设，表明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是不恰当的。稳

健Hausman检验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随机效应估计有效的零假设，因此我们应该使

用固定效应回归 ②

在控制变量方面，产出缺口波动系数为正，说明实体经济的波动程度越高，省际通胀

波动性也越高，产出缺口波动的显著性较差，这与产出缺口在影响通胀水平上的不显著是

一脉相承的（胡军和郭峰，2012）。政府财政规模波动对通胀波动的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财

政政策的不稳定是通胀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与干春晖等（2011）的结论一致，产业结构的

。 

作为对比，我们将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4 第（1）列。从第（1）列我们可

以看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放大省际通胀波动，而地区市场规模扩大则缓解省际通胀波

动，而且两者的作用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表 4 第（2）列显示，在添加了若干控制变

量之后，贸易开放水平和地区市场规模对省际通胀波动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没有变化。在

影响力上，贸易开放水平对通胀波动的放大作用略有下降，而地区市场规模对通胀波动的

缓解作用甚至有所提高。 

                                                        
①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②由于我们对估计参数的标准误做了 White 异方差修正，因此传统 Hausman 检验此时并不适用。我们

参考 Wooldridge（2002）的做法构造了稳健 Hausman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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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有利于缓解通胀波动，且作用显著，这说明产业结构的确是影响通胀波动的重要

原因。而金融发展对通胀波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反映金融深化程度的信贷在经济

中的高比重可能不利于该地区物价的平稳运行。非国有化水平和投资规模对通胀波动均有

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在上面的面板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中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可以有效

地剔除不可观测的省别效应，因此解决了这些省别效应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相关所产生的

内生性问题。在第三节中我们详细论述了贸易开放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贸易开放度作

为时变变量，其内生性问题无法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消除。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模型系

数估计不一致。运用第三节中所构造的工具变量，下面我们采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来估计我们的模型。 

选择工具变量的两个主要考虑是该工具变量要具有严格外生性，以及该工具变量与内

生变量要具有相关性。从严格外生性角度来看，我们构造的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是由地

理因素、改革开放前的贸易开放水平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而满足这个条件。另一方面，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关系到估计的一致性和推断的效率。Staiger 和 Stock（1997）

指出，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时应该报告第一阶段的 F 统计值。若要判定工具变量与内

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保证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的合理进行，该统计值通常应该大于 10。

以工具变量、RMS 和控制变量对 OPEN 进行的稳健固定效应回归（第一阶段回归）的 F 统

计值是 47.93，符合 Staiger 和 Stock（1997）中所提出的要求。 

表 4 第（3）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Durbin-Wu-Hausman内生性检验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解释变量没有内生性的零假设，从而说明我们采用工具变量处理

内生性问题的做法是合理的 ①

以上的分析结果需要进行直观的解释。如上文所述，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通胀

波动存在正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贸易开放扩大市场规模和深度，缓解由内部冲击导致的

通胀波动，因为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深度意味着更多的套利机会。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得

。对比表 3 第（2）列的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可以发现，面板两

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一方面保持了贸易开放度、地区市场规模对省际通胀波动影响的方向和

显著性（两者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另一方面也纠正了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场规模在

影响通胀波动上的低估，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场规模的系数的绝对者均显著增加。 

以上的分析时间跨度为 1976－2010 年，涵盖了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但是我们知道

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区域整合真正大幅度提高是 1990 年代才开始的。而图 1 也显示，我国的

省际通胀波动也是从 1990 年代才开始显著放缓。因此，我们上文得到的贸易开放放大通胀

波动的结论是否在将时间跨度限定在 1990 年代之后时依然成立，则需要我们重点考察。因

此，为了得到更稳健和更具有实际价值的结论，我们针对 1991-2010 年的时间段进行回归，

结果列于表 4 第（4）列。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通胀波动影响的方向

依然不变，且均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即便在 1990 年代之后我国省际通胀波动大

幅放缓的背景下，贸易开放依然是放大通胀波动的，而地区市场规模则仍可以缓解通胀波

动。 

                                                        
①下文的回归分析中，除了 GDP 平减指数作为通胀指标时，无法通过 DWH 检验外，其他回归均至少

在 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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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暴露于外部冲击之下，贸易开放水平越高，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可能性就越高。而

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放大作用超过了缓解作用，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我们贸易

开放水平的提高，来自外部的冲击成为中国物价不稳定的重要导因。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

提高，商品和资本流动规模扩大，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国内缺口可以通过资本和金融账户弥

补，经济全球化导致通货膨胀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性下降。有研究显示目前国外产出缺

口对中国通胀的影响，甚至可以超过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张成思，2012）。 

而与贸易开放放大省际通胀波动不同，地区市场规模扩大则有利于缓解省际通胀波动。

根据我们“地区市场规模”的构造方法，本地区和其他省份的经济总量越大，本地区内部

距离或与其他地区距离越小，则地区市场规模越大。而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则意味着买卖

双方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套利行为越方便。某一领域导致的冲击，可以迅速被其他

领域的因素所消化；而更大的市场规模也表明，某一领域的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越小。

总之，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地区通胀波动越低。地区市场规模和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不

同影响反映了两者所处的不同环境，本省和其他省份处于同一个货币当局之下，因此地区

市场规模的扩大对通胀波动的缓解作用超过了放大作用，而贸易开放则恰恰相反。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我们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小节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我们上面的基本回

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此外，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将以表 4 第（4）列作为对比分析的

基准模型，即我们将重点分析 1990 年代之后的情形 ①

（2）不同的通胀衡量指标。在我们重点分析的 1991-2010 年时间跨度内，除商品零售

价格指数之外，可选的通胀衡量指标还有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CPI 与 RPI 的测度范围相

对较近，相关系数也较高，而 GDP 平减指数测度的通胀涵盖了整个经济范围（徐强，

2006）。我们利用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的标准差作为衡量通胀波动的指标，回归结果列于

表 5 第（2）-（3）列。相对于基准模型，在以 CPI 作为通胀指标时，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

场规模对通胀波动的影响的方向不变，并且仍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们的通

胀波动衡量指标是稳健的。而以 GDP 平减指数作为通胀衡量指标时，尽管贸易开放度和地

区市场规模系数的方向依然与 RPI、CPI 作为通胀指标时相一致，但它们均不显著。GDP

。 

（1）工具变量构造的稳健性。使用海岸线的距离作为衡量海外市场接近度的指标并

不是唯一的选择，有部分文献选择各省省会到香港和上海这两个主要港口的最短距离作为

另一个衡量海外市场接近程度的指标，如 Wei 和 Wu（2001）、陈敏等（2007）。使用到

主要港口的最短距离考虑到了贸易开放的集聚效应，但是会低估某些距离海岸线和次要港

口较近而距离香港和上海较远的省份（如辽宁、山东、福建）的海外市场接近度。此外，

随着时间的推演，改革开放前存在的贸易开放天然优势与现今贸易开放之间的相关性越来

越弱，因此我们也使用贸易开放滞后两期，即 10 年前的贸易开放水平来作为另一个工具变

量。使用新的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5 第（1）列。此时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场规模对

通胀波动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一致，而两者系数的绝对者略有提高，这说明我

们所构造的工具变量是非常稳健的。 

                                                        
①事实上，我们也进行了全样本的回归。我们此处得到的稳健性结论在全样本回归中，完全成立。全

样本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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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减指数与 RPI 和 CPI 指标最主要的差异在于“与投资相关的价格水平”在 GDP 平减指数

中具有更高的比重，使其具有更强的地方属性，从而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相对较弱。

这也验证了徐强（2006）、胡军和郭峰（2012）等人的结论。 

（3）关键解释变量构造的稳健性。除了常见的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GDP 中的比重作

为贸易开放指标外，还可以利用出口总额/GDP（即出口开放度，EXPORT），以及进口总

额/GDP（即进口开放度，IMPORT）作为贸易开放水平的度量指标。表 5 第（4）-（5）列

分别报告了出口开放度和进口开放度作为贸易开放指标时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此

时贸易开放水平和地区市场规模的系数的方向和基准模型一致，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我们选择的贸易指标是适宜的。此外，由于中部省份较其它省份的距离相对更

短，前文(4)式的地区市场规模计算方法可能高估中部省份的地区市场规模。因此我们构造

另一个地区市场规模指标，用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两个指标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二种指

标不是选取所有其它省份，而是仅选取相邻最近的五个省份来计算该省的地区市场规模。

表 5 第（6）列报告了此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此时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场规模的系数

估计的方向、显著性均与基准模型完全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结论对于地区市场规模的指标

选取是高度稳健的。 

（4）剔除异常样本点后的稳健性。一方面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对

外开放水平也存在极大差异。另一方面我们构造的省际地区市场规模容易高估中部省份的

市场规模。因此，为了检验本文的主要分析结果是否受到这些极端样本点的影响，我们分

别将贸易开放度和地区市场规模最高和最低的省份剔除，最终得到 24 个省的样本 ①

六、结语 

。对这

些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第（7）列所示。此时我们最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

和显著性，甚至系数绝对值大小均与基准模型非常相近。我们的模型在剔除极端值的影响

后也是稳健的。 

（此处插入表 5） 

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包括贸易开放，拓展了一个地区的市场深度和广度，提高了市场

的竞争程度，增加了套利机会。同时，一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国外的贸易往来使得

该地区更加暴露于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因而会对该地区通货膨胀的波动性产生影响，但影

响的方向不能先验确定。本文利用 1976－2010 年，并重点考察 1991-2010 年我国 28 个省

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各省贸易开放和地区市场规模对我国省际通货膨胀波动性的影响。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市场潜力理论，构造“地区市场规模”这一指标，来反映

本省（潜在的）地区市场规模，并通过工具变量有效处理了贸易开放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的实证研究发现，各省的贸易开放放大省际通胀波动，而地区市场规模的提高则可以缓解

省际通胀波动。多个稳健性分析表明我们的实证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一方面贸易开放扩大市场规模和深度，缓解由内部冲击导致的通胀波动，因为更大的

市场规模和深度意味着更多的套利机会。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得该地区暴露于外部冲击

之下，贸易开放水平越高，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贸易开放对通胀波动的

                                                        
①剔除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北京、贵州、上海、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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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作用超过了缓解作用，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来自外部

的冲击成为中国物价不稳定的重要导因。这也说明贸易开放虽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和生产率的增长，但我们需要注意克服贸易开放对我国通胀运行的平稳性的负面影响。而

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则意味着买卖双方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套利行为越方便。某一

领域导致的冲击，可以迅速被其他领域的因素所消化；而更大的市场规模也表明，某一领

域的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越小。这再次提醒我们，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应统

筹兼顾，消除地方市场壁垒，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以有效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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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附录 

 
 

 
图 1 省际通货膨胀的五年均值和标准差（各省的简单均值） 

 
 
 

 
图 2 各省贸易开放度与通胀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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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区市场规模与通胀波动 

 
 

表 1 主要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FVOL RPI 增速的五年标准差 196 3.511 1.886 0.548 10.783 

OPEN 进出口总额/GDP 196 -2.330 1.391 -6.631 1.527 

RMS 地区市场规模 196 2.795 1.142 0.049 5.426 

GAPVOL 产出缺口的五年标准差 196 1.851 1.366 0.105 6.988 

GOVVOL 政府一般预算支出/GDP 的五年标准差 196 0.014 0.011 0.000 0.082 

RIS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196 0.256 0.134 0.018 0.836 

FIN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GDP 196 -0.213 0.320 -0.905 0.732 

INV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 196 -1.181 0.435 -2.510 -0.147 

NONSOE 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 196 -1.144 0.535 -2.779 -0.127 

注：通胀波动指标（INFVOL）以及产出缺口波动（GAPVOL）和财政波动（GOVVOL）为五年标准差，地

区市场规模（RMS）为五年窗口期初值的对数值，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RIS）为五年窗口期平均值，其它变量

为取对数后的五年窗口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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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与2010和2011年各省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整理



17 
 

 
 

表 2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INFVOL OPEN RMS GAPVOL GOVVOL RIS FIN INV NONSOE 

INFVOL 1.000 
        

OPEN 0.136 1.000 
       

RMS -0.209 0.563 1.000 
      

GAPVOL 0.213 -0.342 -0.605 1.000 
     

GOVVOL -0.005 -0.204 -0.179 0.020 1.000 
    

RIS -0.182 -0.488 -0.229 0.013 0.302 1.000 
   

FIN 0.005 0.537 0.606 -0.557 0.010 -0.267 1.000 
  

INV -0.164 0.397 0.697 -0.561 0.196 -0.039 0.581 1.000 
 

NONSOE -0.007 0.498 0.701 -0.253 -0.349 -0.351 0.216 0.382 1.000 

 
 
 

表 3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IPS ADF 结论 

INFVOL -14.212*** -1.947** 411.712*** 平稳 

OPEN -9.751*** -19.098*** 455.174*** 平稳 

RMS -12.866*** -5.520*** 196.136*** 平稳 

GAPVOL -15.957*** -3.873*** 495.976*** 平稳 

GOVVOL -18.965*** -4.536*** 241.127*** 平稳 

RIS -5.909*** -11.583*** 256.0267*** 平稳 

FIN -10.273*** -30.680*** 538.982*** 平稳 

INV -14.297*** -1.659** 228.429*** 平稳 

NONSOE -4.275*** -4.574*** 205.744*** 平稳 

注：**和***分别代表在 5%和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变量不平稳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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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1) (2) (3) (4) 
 FE FE 2SLS 2SLS_1991-2010 

OPEN 1.638*** 1.380*** 2.676*** 3.889*** 
 (0.198) (0.113) (0.394) (1.536) 
RMS -1.447*** -1.762*** -2.392*** -2.461*** 
 (0.174) (0.274) (0.343) (0.638) 
GAPVOL  0.290 0.291* 0.634*** 
  (0.184) (0.160) (0.234) 
GOVVOL  21.92** 22.50 14.98 
  (9.405) (14.557) (18.066) 
RIS  -5.389*** -3.465** -1.774 
  (1.539) (1.518) (2.250) 
FIN  1.990*** 0.835 -1.096 
  (0.734) (0.943) (1.136) 
INV  0.241 -0.408 -0.364 
  (0.641) (0.695) (0.805) 
NONSOE  0.864 1.762*** 1.748 
  (0.797) (0.708) (1.220) 
常数项 11.37*** 13.87*** 18.17*** 19.80*** 

 (0.893) (1.399) (2.252) (5.683) 

观测值 196 196 196 112 
R2 0.316 0.450 0.312 0.474 
面板设定F检验 1.973 3.116   
 [0.005] [0.000]   
稳健Hausman检验 22.91 10.47   
 [0.000] [0.000]   
D-W-H内生性检验   29.39 4.954 
   [0.000] [0.026] 
Hansen检验   0.405 1.472 
   [0.525] [0.225] 

注：①(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p值。②*、**和***分别表示

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③FE表示固定效应回归，2SLS表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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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工具变量 
稳健性 

CPI 
GDP 

平减指数 
出口开放度 进口开放度 

RMS指标 
稳健性 

剔除异常 
样本点 

OPEN 5.358** 2.995** 0.560   4.256*** 3.025*** 
 (2.416) (1.444) (1.237)   (1.703) (1.244) 
EXPORT    4.001**    
    (1.752)    
IMPORT     3.245**   
     (1.462)   
RMS -2.859*** -2.712*** -0.705 -1.941*** -2.594***  -1.995*** 
 (0.922) (0.550) (0.476) (0.587) (0.801)  (0.535) 
RMS’      -2.504***  
      (0.722)  
GAPVOL 0.633** 0.662*** 0.656*** 0.687*** 0.626*** 0.645*** 0.622*** 
 (0.301) (0.182) (0.123) (0.243) (0.219) (0.250) (0.199) 
GOVVOL 8.500 26.05* 43.34*** -6.534 32.67 10.99 20.45 
 (24.153) (16.137) (13.590) (27.281) (23.574) (20.081) (15.546) 
RIS -1.210 -1.772 1.079 -1.299 -1.881 -1.980 -2.913 
 (2.904) (2.209) (1.882) (2.373) (2.336) (2.408) (2.856) 
FIN -1.205 -0.804 0.391 -2.066* -0.768 -1.122 -2.457*** 
 (1.445) (1.047) (0.789) (1.150) (1.086) (1.217) (1.017) 
INV -0.419 0.0925 0.216 0.312 -1.069 -0.480 -0.734 
 (1.029) (0.707) (0.516) (0.911) (0.886) (0.866) (0.769) 
NONSOE 2.365 1.125 0.927 0.673 1.376 1.810 1.076 
 (1.713) (1.160) (1.156) (1.265) (1.562) (1.363) (1.010) 
常数项 24.32*** 18.91*** 6.41 20.17*** 20.93*** 18.74*** 16.03*** 

 (8.700) (5.112) (4.105) (6.689) (6.389) (5.883) (4.218) 

观测值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96 
R2 0.189 0.676 0.471 0.388 0.464 0.400 0.684 
D-W-H内生性检验 10.09 4.579 0.199 4.437 2.606 6.337 2.099 
 [0.001] [0.032] [0.656] [0.035] [0.106] [0.012] [0.147] 
Hansen检验 0.004 0.944 0.733 3.065 1.548 0.869 1.729 
 [0.952] [0.331] [0.392] [0.080] [0.213] [0.351] [0.189] 

注：①(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p值。②*、**和***分别表示10%、5%和1%
的显著性水平。③以上回归均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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